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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
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
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
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
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
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
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 国家对于当今
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
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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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相对于有关传统乡土社会的研究积累及其影响力，学界对
于城镇在传统中国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城镇内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城乡关系的联结
方式、皇权 －城镇社会关系等等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持城乡二元论，还是持城乡连续
统论，对于传统城镇社会的研究的轻视，都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障碍，由此还影响到

了当前人们对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①。在对中国现代变迁经验的各种阐释中，以及对当前中国问
题的各种分析中，虽然“国家”、“市场”、“社会”等已成为重要的维度，但是，对于社会分析
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作为社会基本形态的“城市”，我们如何说明它的兴起过程、它对于中
国社会的意义? 这依然是个充满挑战的学术课题。
人类的聚居形态与社会的属性以及运行机制、演变逻辑之间必然存在着重要的关联。农业的

乡村社会与工业化 /后工业化的现代城市社会，其国家、市场及社会，都会呈现不同的样态及关
系。虽然城市研究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门显学，但在社会转型研究中，“中国的城市”或
“城市的中国”无论是作为概念或维度都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城市与中国的国家 －市场 －社会
之间的关系在许多议题中被遮蔽了。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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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 30 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
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

一、中国人的 “现代城市”想象
要理解中国人的城市观，我们不能脱离当代中国人普遍的城市体验和想象。各种城市想象同

时也或多或少地潜在于中国学者社会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范式中。
雅典城邦 －欧洲古典城市想象。在一些文化精英的城市想象中，理想的现代城市应该是区别

于古代中国的传统城市 ( 作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的城市) ，而更接近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或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亦即韦伯所指的作为 “完全城市社区”的城市 ( city 或者 civil society) ①，
大致上它应该是工商业的、市场的、以市民 ( citizen) 为权利主体的、社区自治的。在城市中，
市民 /公民的经济权、社会权、政治权将得到逐步实现。社会成员拥有个人的自由，政治系统会
有民主的制度，社会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当然还会有市民参与决策的社会参与制度，以及实

现人类互济的各种社会组织。总之，城市的兴起，将给中国带来市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兴起。
城市中产阶级想象。不少学者曾乐观地预想，现代城市中，新型中产阶级将会迅速成长为膨

大的中间层，从而成为现代经济、文化的主要支撑群体，现代民主制度的主要的阶级基础。传统
中国的阶层结构由此将会发生重大变化。②

民国摩登都市的想象。中国人对于现代城市的想象，由各种历史及社会记忆的文本或中外文
学艺术作品传递给人们的，除了巴黎、纽约那样令普通人觉得遥不可及的异国都会外，在本土有
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城市。“摩登上海”在今天正被中外不少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典型历史文
本③。而在一般民众那里，以咖啡蛋糕、西装旗袍等等为象征的、充满着 “民国范儿”的大上
海，则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此岸与彼岸间的一座想象中的桥梁。

社会主义的城市记忆。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虽然农村被赋予了极具共产主义浪漫色彩的
积极意义，但在城乡双重结构的现实对照下，经由千百万人在城乡之间一次次的 “下放”、“回
城”的体验，对城市的向往，包括对城市户口、城市人身份以及城市生活的向往，成为中国社
会主义实践留给所有经历者最真实的社会记忆和基本常识。一直到如今，对一些普通中国人来
说，“城市”依然意味着上等国民的身份，意味着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
价的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名义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禁止人们在城
乡间自由流动的二元社会结构，都为中国打下了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深层的社会基础。

发展主义的城市想象。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主义意识形态中，“城市”被掺入了包括发展主义
进化观、城市乌托邦等在内的各种想象要素。发展经济必须建设城市，对外开放依赖于城市，实
现美好生活更有待于城市……伴随着现实中 “农业现代化”前景的暗淡和 “城市主义”被刻意
渲染，城市象征了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先进”、“发达”、“美好”的符号，也被理解为
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生活空间的未来归宿。这样的城市想象在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上，通过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的主题，被表达、阐释得淋漓尽致。

城市化想象。城市化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发展规划中主要被定义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根据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数据比例而统计、定义的 “城市化”的图景向人们展示的是，城市
会大量吸纳乡村劳动力，经由大造城市，农村人可以大量迁入城市，农民可以变身为城市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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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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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 《城市 ( 非正当性支配) 》，载《经济与社会》 ( 下) ，阎克文译，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0 年版。
有关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将给中国及东亚各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带来的影响，在学术界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议
题，其中不乏乐观的期待，也有冷静的判断。参见李文《新中产阶级与东亚现代化转型》，《当代亚太》2001 年 01 期
; 杨鲁慧《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东亚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6 年 01 期 ;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 现实抑或幻象》，
《天津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等。
这其中，李欧梵的《上海摩登: 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 － 1945》被认为是代表性的研究之一。参见李欧梵《上海摩
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 － 1945》，毛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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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传统、落后的农业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将随着“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而得到一一解决。
现代性想象。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将改变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

方式。随着城市性的扩张漫延，传统中国的乡土性将被现代性所取代。
全球化想象。城市作为全球社会的结点、西方文化的传播平台，将带领中国与国际接轨、让

中国融入世界。
诸如此类的种种城市想象，揉合了中国人对西方古典城市、现代城市以及中国近代摩登都市

和社会主义城市的诸多想象及向往。这些想象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多样的内
涵，也构成了这些年中国城市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尽管这些想象的源泉之中，有客观的
事实，也不乏普遍的趋势———世界各国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普遍地建基于现代城市社
会之上。然而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的想象与现实之间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的
犹可预料和理解，有的已令学者失语，亦让理论失效。中国的城市发展速度让世人所料不及，与
此同时，中国城市的农民工现象、动迁 /征地现象、高房价现象、国家对城市生活的全面介入等
等，让所有对“城市化”、“城市发展”充满美好期待的农民、市民、新市民切实地感到了困惑
和愤怒①。而国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重构权力、自我增长的巨大能力，包括经营城市、
管理城市、控制社会的能力，以及抵制公平正义压力的能力，更成为国内外观察家和研究者难解
的课题。更不用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名实相悖的社会事实比比皆是，比如: “城市
化”运动中的反城市化、“市场化”运动中的反市场、“社会建设”中的国家权力强化等等。

二、城市研究的学科分异
与中国城市发展的迅猛势头相仿，中国的城市研究在近十多年中迅速兴起，成为横跨多个学

科的一门新兴显学。在学科发展的背后，有地方政府或各种经济集团的城市开发需求、城市管理
需求，也有学科自身扩展的需求，当然还有学者自身探索问题、参与过程的冲动。但是，仔细考
察中国多学科的城市研究领域，我们不难注意到，在我们的城市研究中，实际存在着 “城市”
与“社会”分离的问题。

表 1 中国城市研究的多学科图景

学科 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 ( 例)

经济地理 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 经济的增长，形态的扩张，大城市、超大都市、城市群、都市圈

规划 /建筑 作为人类容器的城市 作为物质形态的空间、建筑、交通等等

人口学 作为人口集合体的城市 人口流动、群体结构、户籍 /社保制度等制度

城市 /人文地理 作为空间形态的城市 空间结构、住房状况、行政区划、文化产业

社会学 城市中的社会 农民工、社区、社会分层、公民社会

文化研究 作为符号系统的城市 符号研究、消费研究、全球资本批判

历史学 历史中的城市 城市史、城市化史、城市社会史、城市文化史

在目前中国，以原有地理学、建筑学为基础延伸出来的经济地理、城市规划、行政区划、人
文地理等学科已成为城市研究领域中的主干。与此相对照，社会学的城市研究，研究者在方法上
虽然多以现实中的城市作为调查田野，但内容上较多地关注社会群体或具体的社区或制度结构等

等，其研究对象与其说是“作为社会的城市”，不如说是“城市中的社会”。
身为社会学者，笔者不无遗憾地看到，社会学者在今日城市研究领域正处于相对边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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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样的失望、批判，近年已有广泛、直接的表达。参见文化研究网编《“城”长的烦恼》，上海书店 2010 年版; 陈映
芳《城市中国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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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一方面与城市政府对专家学者的需求取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学者自身的种种局限有
关。相对于地理学出身的研究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社会事实的空间性缺乏把握能力，这
常常被用来说明社会学城市研究的现状。这种解释不无针对性，却有失偏颇。事实上，自古典社
会学开始，城市社会就一直是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如韦伯对于东西方城市社会的阐释，不
仅具有将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作整体主义分析的视角优势，其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及

有关城市类型、城市社区等的观点命题，也为后学者提供了 “将城市视作社会”的基本参照①。
而在齐美尔等社会学家那里，城市社会、城市生活的基本特性其实就是社会学者了解现代社会、
阐释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切入点②。更不用说，从芝加哥学派 ( 象征了现代社会学正式兴起的学术
共同体) 开始，到当代新城市社会学，城市社会的空间形态、空间结构，社会事实的空间性以
及城市间 /社会间的网络结构等等，一直也是社会学者赖以建构社会事实、说明社会结构、生活
方式的重要的观察角度和分析维度。
即便如此，现当代社会学的主流学者们，一方面显示出对结构的偏好和对社会事实的历时性

的有意无意的忽略 ( 躲避) ，与此同时，也任由空间性在社会学研究中逐渐地流失———社会学在
当今城市研究领域的边缘化，不仅是中国的学术现象，亦是国际学术界的现象。这种情况多少与
当代社会学自我“科学化”、“理论化”的倾向有关，对数理模型、逻辑等的迷恋，让社会学者
逐渐丧失了观察研究城市社会形态、城市生活方式等等的本来优势，而满足于对由社会学者自己
建构定义出来的各种群体、结构、关系等 ( “社会学的社会”) 的说明，或者就索性一头扎入到
为政策制定提供服务的应用研究领域中去。
中国城市社会研究领域的情况，其尤甚于其他各国之处还在于，由于 “城市化”、“城市发

展”等等在中国自一开始就被国家意识形态赋予了不容质疑的价值正当性，在实践中它们又被
运作成以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运动，这导致体制派学者对于城市社

会发展的价值理念 ( 应然的目标) ，既缺少独立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各地政府经济目标的思想

基础和问题意识，也缺少将社会现象问题化的内在冲动及相应的学术装备。因此，当一些社会学
者意识到“城市化”、“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需要研究时，他们多半倾向于将问题设
置为具体的社会系统或社会行动等的问题，或者以社会学的中观理论去探讨诸如 “社会分层”、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问题，而较少对意识形态及国家目标展开反思。与此同时，在操作
层面社会学者也较难将社会问题设置为 “城市的问题”。
当然，类似的学术现象，也存在于中国其他学科的城市研究领域。这些年来，将城市片面地

视为物质形态、空间结构抑或是经济增长机器等等的城市视角，现实中迎合了政府及资本对空间
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规模效应等等的经济开发需求 ( 它们的开发价值被政府官员和开
发商、企业主们精确地计算) ，在学术话语中则导致了 “空间”、“土地”、“人口”等概念的过
度膨胀。城市中的一切，被想象、定义为无社会主体、无历史文化积淀的经济资源，城市土地上
的一切都可以被推土机快速地铲平，土地上面的人、家庭、邻里社区都可以被简单地驱除。在城
市作为“空间” ( space) 、“土地” ( land) 被不断开发、更新的过程中，城市作为 “地方 /场所”
( place) 、“社会”的属性，它所蕴含的社会主体、历史传承，以及有机的社会及其生活、文化等
等，遭到粗暴的排斥。不能不认为，除了强势的政治经济逻辑之外，空间、土地、人口等概念的
过度扩张，城市的地方性、社会性的被空洞化，也导致了 “作为社会的城市”、“作为社区的城
市”的概念在中国的城市研究中无所凭籍、难以展开的困境。
这不只是城市研究的学科局限或藩篱阻隔所致。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在国际学术界，批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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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德］ 韦伯《家长制与家产制》、《城市 ( 非正当性支配) 》等，载《经济与社会》 ( 上、下) ，阎克文译，上海
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德］ G. 齐美尔: 《大城市与精神生活》，载《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鸣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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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新城市社会学等已提供了种种反思城市主义、研究城市社会演变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视角。
“作为社会 /政治 /文化系统的城市”的城市概念如今早已普及，“为了社会、为了人类生活”的
城市观及其学术参照，也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对学者立场的自觉，以及实践的勇气。

三、如何把握 “现代城市”的结构性力量
对结构规定性的重视，是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对于作为现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聚居形

态的“城市”，如何把握它对于社会形态以及人类生活等等实际具有的结构性力量，是社会学者
面临的一大课题。
“城市”在欧洲历史上，曾被视作“自由”的同义词，它也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
会的重要源头。但是，伴随着产业革命、资本主义体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城市已经变身为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地和政治统治的中心。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
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
量。关于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城市生活的本质属性以及现代城市社会的演变趋向等等，各国学
者已有大量的分析和揭示，笔者在此试作一个大致的归纳。

( 1) 首先，资本在现代城市登堂入室，成为支配城市运行的最重要的逻辑之一。“城市发
展”本身不仅不能消除或减少社会不公，相反它可能给社会带来更为深刻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冲
突。由空间不公、住房不公以及种种社会排斥而造成的制度性、结构性的贫困，以及由全球化带
来的发展国家的农业衰落、人口转移等等，使得城市贫困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
家都已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①。随着土地、劳动力、货币等成为大宗商品，市场开始凌驾于
社会生活之上②。且由于土地开发、住宅建设、空间更新等等越来越成为城市寻求经济增长、保
持经济活力的重要方式，城市本身也就越来越成为资本及国家的重要的经营对象。在此过程中，
借助着资本逻辑的扩张，城市作为空间 ( space) 、土地 ( land) 等的一面 ( 即作为经济形态的一
面) ，对其作为地方 ( place) 、作为社区 ( community /neighborhood) 的一面形成压迫③。

( 2) 现代城市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国家权力的长驱直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传
统欧洲城市的独立的司法系统和防卫系统被国家机器所整合。国家凭籍一整套现代官僚制度，在
城市中建立起全方位的支配管理系统。而工业社会的技术变迁，正便利政治干预的重要性逐渐增
加———社会的复杂体需要有集中的决策及程序上的控制，国家于是逐渐变成社会形构的驱动力。
就像卡斯特尔指出的那样，在后工业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政权已成为一股凌驾于社会生

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并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进程④。由于社会面临来自于市场的破坏，贫
困阶层更受到资本的压迫，社会需要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自我保护。由 “济贫”开始，国家对
市民实施种种社会福利保障，由此也开始对社会形成生活干预的制度化。不仅如此，在经历了一
次次经济危机之后，国家也开始直接干预市场。在扼制资本 /市场的同时，国家对市场实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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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由于现代城市社会所具有的空间性、阶层区隔以及集体消费等特征，城市贫困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表现为居住生
活贫困和贫困区域问题。而在农业受到国际农产品市场冲击、乡城移民无法享受城市住房保障的发展中国家，贫民窟
的蔓延更成为突出的城市问题。参见 ［美］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成伯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 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潘纯林译，新星出版社 2009 年
版。
［英］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相应地，在城市话语内，“空间”、“土地”、“人口”、“住宅” ( house) 等概念也对“地方”、“场所” ( location) 、
“家” ( home) 、“家园”、“人”等概念形成挤压，城市学中的地方感、历史过程、社会性、文化传承等等的研究也面
临尴尬的境遇。近年来一些城市研究者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者已经就这些问题提出质疑、批判，并展开相应的研究。参
见 ［美］ 安东尼·M. 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5 年版。另外如 Tim Cresswell在他的《地方: 记忆、想象与认同》一书中，也对空间概念与地方概念以及地方
感的历史脉络及背后的政治、社会问题等作了较深入的梳理和讨论。参见 Tim Cresswell《地方: 记忆、想像与认同》，
徐苔玲、王志弘译，( 中国台湾) 群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转引自邓清《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城市发展研究》199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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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垄断。城市被视为是一个组织起来提供每日生活所需各种服务的系统，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受
到国家的指导 /控制。集体消费 ( 也就是国家中介的消费过程) 既成为都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根
本，同时也成为人民与国家的主要关系。城市被重新界定为在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家控
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焦点。①

( 3) 此外，现代城市的 “社会”与 “国家”间的关系亦区别于欧洲古典城市。在现代国
家，城市间、地方间的政治 /经济壁垒被民族国家所打破，古典城市中的 “市民”身份也被现代
国家的“国民 /公民”身份所吸纳: 一方面市民的私人财产权受到国家普遍、平等的法律保护，
市民以国民身份享受普遍的社会福利保障; 另一方面，市民作为 “国民 /公民”，在国家和城市
的政治生活中拥有民主选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普遍的平等权利，并对国家和城市政治共同体负有

相应的义务、责任。
( 4) 在后福特主义时代，跨界分工的产业全球化浪潮推动了世界经济秩序和空间格局的重

组，城市也随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后发展国家的国家及
其地方政府 /城市政府，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会迎合制造业全球大转移过程中全球资本对廉价劳
动力、低价土地、劳动者权利低保障乃至环境污染的法律低门槛 /低成本等等的需求，竞相打造
以服务业、金融业、流通业等等为特色的、面向全球化的城市。城市成为政府和资本联手经营的
经济产业、全球经济网络中的重要结点，也成为 “全球资本”与 “国家”及 “地方 /城市政府”
欢聚一堂的客厅。在此过程中，经由各种各样的全球开发项目，包括东欧、中国以及东南亚、拉
美各国等在内的经济后发国家，纷纷开始形成国家、社会、经济等的重组。② 如前所述，资本与
国家的力量扩张，构成了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重要特征。而与此同时，现代城市作为人
类的聚居形式，它所具有的种种既不同于乡村社会、也不同于古典城市社会的形态特征，也使得
它具备特殊的结构性力量，这种力量与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等等相结合，如下所列，它们为现代

国家对城市社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支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现代城市普遍建立起越来越精密的空间系统、空间秩序。城市的地理空间本身的生产，相当

程度上是由集体的政治决定并控制。国家也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理论或一个意志，而成了一种具体
的社会机制。③ 城市的空间形态变得越来越规划化，它们边界清晰、权限分明，其功能性也越来
越强。城市政府及其专业部门凭籍对所有住宅、道路、商业空间、公共空间等的高度专业化、技
术化的规划和管理，得以对城市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实施高效的干预和治理。
由国家及产业机构等在城市组织起来的越来越膨大、严密的组织系统，包括行政管理系统、

产业系统、文化系统和市民身份系统等，将所有城市居住者吸纳、笼罩其中。在现代型的城市社
会系统中，所有的人，必须获得城市政府所规定、所认定的合法身份，然后被登录、被管理。在
城市生活中所有人都被编入各种组织系统和生活管理系统中。
现代城市生活秩序的运行和维持，高度依赖于分工严密的、科层制化的专业管理系统。从住

宅、水电煤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安排，市民的基本生
活依赖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有效调配，以及对全社会各个系统的高技术管理。垄断生产、单位标
准、公权力凌驾于被治理者之上的城市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模式以及福特主义的城市模式④，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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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anuel Castells: 《21 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夏铸九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 年第 5 期。
Philip McMichae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 Global Perspective，Thousand Oaks，etc: Pine Forge Press，1996.
有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在社会空间基础的论述中，强调国家作为人类事务的主要制定者，它被完全认定是
一种具体的社会机制 ( 而非仅是一个理念或一个意志) 。重写都市及区域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吸收规划及国家活动的
支配性效应。参见 ［美］ 艾伦·史考特《社会的空间基础之论述的意义和社会根源》，载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
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 中国台湾) 明文书局 1993 年版，第 1 － 18 页。
福特主义的城市模式主要指福特制在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等模式中的影响，如传统的福特主义城市规划，以人工空间
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对立为特征，将土地视为空间资源，按照等级序列划分进行规划。又如福特主义的城市公共产品供
给，以统一、标准化为特征，不考虑不同对象群体的需求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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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生活需求受到忽略。近年来，随着市民参与市政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各种新
城市理念对旧模式的批判质疑，这种模式正在被欧洲各地的城市逐渐打破，出现了许多替代型的

服务体制，各种“多元化”的模式开始被实践①。
在现代城市中，政府及其专业部门在对土地、空间、道路、住房等等的规划及其分配中普遍

地握有主导权甚至决策权。城市政府为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效益、自身利益或特殊社会集团的私利
等，越来越倾向于不顾市民的反对，强行实施土地的开发或空间的更新。这样的城市规划、城市
开发成为现代城市的社会危机之源。与此相对应，以城市权力系统及其开发资本为对象、旨在抵
抗开发运动的都市社会运动越来越成为市民参与政治过程、保护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方式之
一。② 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的传统的家族、近邻共同体趋于解体。随着社
会交往的碎片化，以及生活空间的封闭化 ( gated，closed)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趋于个人化、私
性化，个人成为原子化的 “大众” ( mass) 。市民共同体和自发组织的弱化，使得个人的生活安
全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保护。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反弹，如今，市民开始致力于在国家之外建立以
身份认同为基础或以具体功能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团体，“重建共同体”成为现代城市的社会建设
理想，社区自治运动也成为市民保护社会的重要形式。
我们知道，伴随着工业化、贸易国际化、近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明及其相关系统的形成，

“现代城市”曾对世界各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上所述，在今天，国
家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主体和主要的发展驱动力，而城市的结构性力量也为国家提供了介入

资本市场、支配社会生活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 与此同时，“社会”的力量及其新的可能性也在不
断显现) 。而在当前的中国，城市的兴起，无论是对于国家主导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还是对于国
家政治权力系统的强势重建，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变动中的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规范
和日常生活，也受到相应的形构。所有这些，对社会学者无疑构成了挑战。当然，它们也为有志
于研究社会、生活以及国家 －市场 －社会关系等的各学科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City and Chinese Society Research
Chen Yingfang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movement，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the rising position of
city in China 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ystem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China s change
during last 30 years. If we can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city s significance in today s China， we will not
be able to explain the logic of social change of China. The widespread city imagination among China s
academia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sciplinary sub －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studies are not conductive
to the research of China s town tradition as well as urban society. Modern city is influenced by features of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and its structure also forms the driving power and control force of those
features mutu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urban point of view， we will find out that a state possess specific
intervention power towards a society s daily life. Both the urban social study and the social study with
urban dimension are challenges to scholars who study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City Imagination; Chinese Society; Moder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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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种实践以给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多样化服务为重要宗旨。但是，“城市的碎片化”随之成为一种担忧。如何在一体化
与多元化之间寻找能够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服务模式，成为人们探讨的新城市模式。参见 ［法］ 皮埃尔·雅克等编
《城市: 改变发展转变 ( 看地球 2010) 》，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3 － 118 页。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1977; Manuel Castells :
《21 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夏铸九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 年第 5 期。


